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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

余博闻＊＊

内容提要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

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

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

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

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

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

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

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

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

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

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

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组织 变革理论 制度竞争 组

织文化 认知演化

８３

＊

＊＊

余博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权力’—‘话语’—‘实践’三元驱动下的全球治理方

案变革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ＥＧＪ００１）的支持。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
自负。



国际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

盟是由各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具有常设系统或一套

机构，宗旨是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① 国际组织由

国家建立，最初旨在为国家间合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但国际组织又具有相对独

立的机构、专职人员和独立行动能力，因而可被视为自主的国际政治行为体。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组织研究不断深化。学术界已不再仅仅视国

际组织为辅助国家间合作的工具，②而是愈发重视其对国家施加额外影响的能

力。③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将国际组织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讨论其自身

的发展演变规律。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组织研究议

程，向建构系统的国际组织学更进了一步。④

虽然学界已经发展出多种解释国际组织变革现象的中层理论，但是，这些

理论较为零散，并没有系统性对话和整合，这不利于夯实国际组织学科的理论

基础，不利于进一步理论创新，也不利于改革者根据不同的改革目标和资源来

选取适当的改革手段。本文力图通过对中外相关文献的追踪和整理，系统总

结国际组织变革理论，辨析不同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讨论各理论的解释力和局

限性，进而讨论如何将看似分散的各类理论整合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笔

者也希望通过总结既有研究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共识，为我国改革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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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努力提供参考。

一、国际组织变革问题

国际组织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动态演变进程中。国际组织变革现象

可见于两个维度：正式制度变革和组织文化（以及基于组织文化的治理方案）

变革。① 一方面，国际组织的正式制度包含组织的根本目标、成员国的决策权

力、资金来源、对成员国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要求等方面，这些正式制度源自成

员国间的缔约，也就可以被成员国自上而下地调整。② 国际组织决策权变革的

典型案例是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投票权改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在两大布雷顿

森林机构中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一定比例的投票权。这些改革提升了发展

中国家的权力，尤其增强了中国的地位。③ 世界贸易组织也正在经历新一轮改

革进程。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核心并非决

策权力，而是改变对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包括修订投资、贸易、知识产权

相关规则；改变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改进监督机制；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等。④

无论是决策权变革还是规则变革都可能导致国际组织具体政策的变化，从而

对各类国际行为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注意到，国际组织能够相对独立地为全球治理制定

“治理方案”和规则，这些方案和规则涉及对全球性问题的定义，以及对适当的

问题解决路径和绩效评价标准的认识。⑤ 上述内容包含很多理念成分，因而与

“国际组织文化”紧密相关。何为国际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一种理解框架，

一种共享的“意义体系”，它塑造了组织成员对适当目标和手段的认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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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际组织的具体行动（例如：如何分配资金，如何设计项目等）也是不断变化的，但这类微观层
面的政策执行差异并非本文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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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建构与组织内部专业官僚的常规化与社会化紧密相关。① 组织文化对

国际组织影响极大，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组织享有独立权威和自主性。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玛莎·芬尼莫尔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指出，国际组织拥有独立的权威基础。虽然国家授权是

国际组织的原初权威来源，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官僚机构，还具有“理性—合

法权威”“道义权威”和“专业权威”。这几个权威来源都不依赖国家授权。② 基

于此，组织文化塑造了国际组织日常行为。外交学院吴文成博士通过对国

际组织的规范倡导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国际组织的规范倡导行为以组

织对规范的重新建构为基础。国际组织会依据组织文化对规范进行选择和

再诠释。③ 显然，组织文化并不完全依赖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改革往往不

能自动改变国际组织文化和其治理方案。但是，组织文化和基于组织文化

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金融稳

定提供的治理方案就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自由主义方法论，再到采用实

用主义治理理念的演变进程。④ 世行也只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才逐渐将

减贫视为国际发展的核心目标。⑤ 在这些例子中，国际组织或是改变了对全

球问题的认识（如世行不再将发展认定为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将发展认定为

减贫问题），或是从方法论维度改变了其对适当治理方案的认识（如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治理理念的演变）。这些都非正式制度变革，而是体现了组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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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维度的变革。

既然国际组织的制度和文化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国际组织何以发生变

革”就成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既能测试不同国际关系理论解

释力的延展性，也能为国际组织的改革者指明方向。一般而言，关于变革的理

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样的结构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制度和行为？哪些施

动者可以打破结构的束缚？施动者通过什么机制实现变革？经过多年的探

索，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发展出多种中层理论来阐释国际组织变革原理，对上述

变革理论三要素的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认为，可根据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主

要施动者的认识差异将相关理论划分为“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

义”两大路径。每一路径中包含了强调不同变革机制的多个中层理论。

二、国家推动的国际组织变革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间互动的附属品，认为国家间关

系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制度和行为。现实主义理论家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尤

其是大国借以推行其外交政策并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新自由制度主

义理论家也只是将国际组织定义为国际制度的一种形式，其与国际条约、国际

规则类似，只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难题、促进国际合作来服务于成员国共同

利益的工具”。① 在这一框架下，相关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变革时主要关注正

式制度设计，并将变革的动力归为国家的理性制度设计和国家间博弈———尤

其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博弈。因此，该路径下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决策，

较少讨论国际组织层面的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委托—代理”（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Ａｇｅｎｔ，ＰＡ）理论在研究国际组织日常行为时重视组织的自主性，其在分

析国际组织变革时也仅溯源至国家行动，因而也被归为国家中心主义变革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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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宏松：《国际组织的自主行为：两种理论视角及其比较》，《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０４页。
约翰·米 尔斯海默曾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理论认识进行了总结，参见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３，
１９９４，ｐｐ．５－４９。



（一）理性设计、权力博弈与国际组织变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最早分析了国家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相关理论
认为，利益分配、执行难易、成员数量、不确定性等变量决定了国际制度设计的

诸多方面———成员资格、议题领域、治理结构、权利义务要求、决策机制和制度
弹性等。① 也就是说，国家是根据其在合作中的功能性需求来设计国际制度和
组织的。由于多数采用此理论的文献仅聚焦国际组织正式制度的初始设计，

而非制度的动态演变，我们只能推论该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机制的判断：国际
组织应该向着更有利于解决国家间合作难题的方向变化。

国际组织的变革不仅是功能性需求的结果，更受到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

驱动。从宏观层面，一些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以大国权力为制度变革的关键因
素，强调外部冲击（如战争、革命、危机等）造成的国际结构变动———即“关键节
点”———推动了制度变革，并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另一些历史制度

主义理论则主张淡化关键节点的重要性，强调大国博弈可能渐进地推动制度
变革，这种变革不一定总是路径依赖的。② 与之类似，有学者提出崛起国和守
成国可能开展“制度竞争”，从而为既有制度施加强大压力，催生变革。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认为：“国际制度竞争则可能成为激活制度的力
量……迫使相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进行自身改革来提高运行效
率，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否则成员国就会用脚投票，进而使之面临着被淘

汰的命运。”③这里，李巍同时强调大国博弈和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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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ｐ．７６１－７９９；Ｐｅｔｅｒ
Ｒｏｓｅｎｄｏｒｆｆ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Ｍｉｌｎｅｒ，“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ｓ－
ｃａ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５，Ｎｏ．４，２００１，ｐｐ．８２９－８５７；田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设
计：一种比较制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总结参见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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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５４页。类似观
点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李巍、罗仪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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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９，Ｎｏ．４，
２０１４，ｐｐ．３８５－４１２；Ｄｅｂｏｒａｈ　Ｄ．Ａｖａｎｔ，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　Ｋ．Ｓｅｌｌ，ｅｄｓ．，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８；Ｊｕｄｉｔｈ　Ｋｅｌｌｅｙ，“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ｒｒｉｅｒ？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Ｎｏ．１，
２００９，ｐｐ．５９－６４；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ｗａ，“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ｒｃｈｅｓｉ　ａｎｄ　Ｓｉｔｏｒｉ：Ｗｈｙ　Ｉｓ　Ｔｗ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Ｆ，”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６，Ｎｏ．３－４，２０１１，ｐｐ．４６１－４６７。



效性对组织发展方向的影响，前者为首要和最根本的变革动力。

在承认国家间权力博弈是国际组织变革关键动力的前提下，学者们开始

聚焦崛起国的改革策略选择问题，形成三种分析视角。第一，一些研究关注改

革者如何处理与既有国际组织的关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陈志敏、苏长和主编的《２０１４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改进—全球治理体系

的改进和升级》提出了国际组织改革的“增量改进”战略。指出可以用内外结

合的方式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即在国际组织内部推动决策权和制度变革，而在

外部通过新设国际组织等方法倒逼传统国际组织改革。① 另有学者指出，“崛

起国能否建立稳定可见的自我约束机制，塑造‘新旧’国际制度的合作预期，是

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而这通过策略性制度设计来实现。② 第

二，学者们讨论了外部条件对改革者策略选择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改革者能

否对国际组织的传统主导国施加充分压力，取决于其是否有替代方案（这能增

强其施压行为的可信性），而这取决于议题领域的特性。“有些议题可以被分

散性治理来解决，而有些议题则需要统一和集中的治理才能被有效管理。因

此，不同政策领域的竞争性不同。这种竞争可能存在于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

于制度、双边、单边和私有治理者之间。结果便是，替代方案对制度成员的吸

引力是不同的。”③在此基础上，倾向改革国际组织的国家可根据替代方案的吸

引力和挑战既有制度的成本来选择行动策略———退出、再谈判或者更保守的

改革试探。④ 与上述理论类似，一些学者从组织生态学视角提出，组织密度和

资源可获得性为组织发展提供了限制或机会。找到组织密度相对较低、资源

相对较丰富的生态位是组织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⑤ 这里，国际组织的生态位

从根本上仍受国家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的塑造。第三，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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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观点进行了修改，提出主导性制度的弹性———制度可被重新解释的模

糊性和开放性———和霸权国的否决能力对崛起国策略选择有重大影响。崛起

国会根据这两个变量所决定的不同改革空间来合理选择改革策略———“叠加”

“替代”“偏离”或“转换”。①

上述研究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制度和组织变革的动机、

策略和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但是，这些研究都将分析局限于大国互动层面，

而很少考虑国际组织的能动反馈。多数研究事实上并不区分国际组织和国际

制度，而是将之统一视为大国互动的副产品。这种处理方式可以使研究清晰

简明，但并不能充分解释国际组织变革。换言之，上述理论更多的是关于国家

行为的国际制度后果，而非专门针对国际组织而发展出的理论。

（二）“委托—代理”理论对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有限拓展

政治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被应用到国际组织研究中极大地增进了学界

对国际组织自主性的理解。② “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既是理论创新的需要，

也是由于传统理论在解释经验现象时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国际

组织并不仅仅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行为，③而“委

托—代理”理论为这一经验现象提供比较完整的理论解释。同时，“委托—代

理”理论的引入也得益于概念上对国际组织与其他国际制度的区分。国际组

织虽然基于国家间制度安排，却在此基础上拥有相对独立的机构、人员和预

算，④这使其应被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行为体来研究。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助理教授刘莲莲所言：“国际组织运作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国家趋利性互动关

系在国际组织的决策行动中的体现，而在于国际组织作为有形机构、独立主体

的‘制度逻辑’对‘政治逻辑’的限制和塑造。”⑤

“委托—代理”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日常行为时对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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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第７９—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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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做了较大修改。首先，“委托—代理”理论正视了国际组织拥有的独特利益。

国际组织内部成员关心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国际组织的利益就在于获得更多

的预算和扩展组织规模。① 其次，“委托—代理”理论承认国际组织作为国家

（即“委托者”）的“代理者”享有自主性。一方面，给予国际组织自主性可以使

之更好地发挥功能。国际组织的许多功能———如监督承诺执行、议程设置、提

供专业知识、中立的仲裁等———都需要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资源和能动性才

能实现；②另一方面，国家对国际组织也难实现全面的控制。国际组织可以利

用信息差和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困境来为自身赢得行动空间。③ 国际组织也可

通过建构伙伴关系来加强自主性。④

虽然“委托—代理”理论在讨论国际组织日常行为时赋予其相对充足的自

主性，但该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认识却仍属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委

托—代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利益的认识是静态和理性主义的。国际组织被假

定为追逐物质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其自主行为也往往被概念化为代理松懈。⑤

但是，代理松懈是消极的，其稳定性大于变革性，这一概念更无法被用于分析

组织变革。由于强调组织行为的消极性，应用“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未将

国际组织自身视为变革的动力，国家仍然是变化的第一推动者。“委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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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认为，国家可以赋予国际组织自主性，也就可以收紧控制，这构成国家

推动国际组织变化的机制。国家可以运用调整国际组织人员结构、改善监控

机制、威胁转移对国际组织的支持、直接修改国际组织章程等手段来推动国际

组织的制度和具体行为变革。①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变革原动

力（国家）和机制（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反应）的认识都与前述理论一致，只是

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并更加重视组织有限的抗拒或迟滞变革的能力。

从实证角度，“委托—代理”理论所采用的有条件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

架可以有效解释一些制度和具体行动层面的国际组织变革现象。比如，有一

些研究发现，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影响和国际组织内部行政结构这两个变

量共同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变化：正式制度设计、人员雇佣、具体议事日程、重点活动领域等方面。变化的

程度和灵活性取决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张力。②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包含了传统的制度理性设计理

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竞争（包括竞争策略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

论等多个中层理论。这些中层理论在分析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时讨论了不同变

量，这些变量能够被用来解释国家采取改制行动的动机，以及国家采取不同类

型改制行动（比如外部建制、内部改制、合作与非合作性建制等）的原因。但

是，从理论内核来看，这些理论共享一些基本假定：变革的主要问题是突破原

有国际权力结构的限制；变革的施动者是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变革的机制

主要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博弈驱动的对国际组织的直接控制；变革的结果是

正式制度改革或者新组织创立。这一路径的一个重要可扩展空间是：对国家

改革行动的分析是否可以跳出理性主义思路？国家的改制行动是否可能并不

仅是由权力和利益驱动，而是由不断变化的理念和国际实践驱动？有一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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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在此方向做了尝试。例如，麦吉尔大学副教授文森特·波略特（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引入实践理论，提出特定社会实践构成的背景知识可能潜移默化地引

导国家对国际组织制度（如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这种与大国利益紧密相关

的制度）的重新设计。①

此外，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并未将国际组织视为变

革的施动者。虽然相关理论能够很好地回答国家为什么推动国际组织变革和

国家如何推动国际组织变革这两个重要问题，但它们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组织

主动求变的现象。同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和组织的短期具体行动，

并简单地对组织偏好进行理性主义假定，这从议程上忽略了前文所述的文化

维度的国际组织变革。当我们把组织文化变革纳入国际组织变革分析时，就

会发现许多变革现象独立于国家意志。一方面，有经验研究发现，国际组织文

化的变化可能超前于国家立场的转变。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政府

大力推动资本自由化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组织文化从倾向资本管制向倾向资本

自由化的转变。② 可见，国家推动并非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必要条件；另一方

面，国家的推动并不自动导致国际组织文化变革。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虽然是由中国主导，但其在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采用的规则仍与世行非

常接近，这说明其组织文化更接近传统多边开发银行。③ 可见，国家推动也并

不一定是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充分条件。虽然足够强大的国家意志能够直接

改变国际组织（甚至文化），但是，国家往往只在少数情况（如问题涉及高政治

领域，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经济后果时）下才有明确的改革指示。在多数情况

下，国家往往只是给出模糊的指引。④ 基于此，分析国际组织主动的文化变革

并非国家中心主义理论能够胜任，这需要额外的理论工具。

三、国际官僚与国际组织文化的变革

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组织理论或是将国际组织视为毫无能动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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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假定其追求物质性组织利益，这都未能充分揭示国际组织行为的根源。

前文所述的组织文化理论为国际组织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学者们开始将国际

组织视为由国际官僚构成，受组织文化深刻影响的能动行为体。这不但进一

步突出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更有助于打开国际组织的黑箱。但是，早期对国

际组织文化的研究并未很好回答组织文化变革问题。在巴尼特和芬尼莫尔的

定义中，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组织内社会结构天然具有自我强化趋向。这种对

文化的定义与亚历山大·温特类似，因而也具有温特式建构主义理论的缺点：

善于解释稳定性，不善于解释变化。诚然，巴尼特和芬尼莫尔认识到了国际官

僚能够能动地解读和讨论组织的目标、规则和行动。但是，他们并未展开讨论

国际官僚推动组织文化变革的机理。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国际组织的病态行

为———如对规则的过分教条、企图将其特殊知识和规则普适化、对环境缺乏适

应性等。① 他们提出，由于组织文化的内核倾向稳定，变革多为渐进和适应性

的，受到组织文化的引导。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在专业权威和理性化倾向的引

导下，总是倾向用扩展治理方案来应对外部批评。② 可见，对巴尼特和芬尼莫

尔而言，国际组织文化的变革几乎等同于组织的病态化。这显然不能涵盖所

有的变化结果。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发展出了理念流动、反思和官僚政治

这三个关于国际组织文化变革中层理论。

（一）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一：理念流动

与巴尼特和芬妮莫尔不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杰弗里·奇威罗斯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的组织文化内生性变革理论正视组织文化的动态性，

强调理念流动的关键性影响。③ 奇威罗斯认为，由人员招募引发的官僚代际更

替可能导致国际组织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这样的经济治理机构）的官僚对适当治理目标和手段的认知受到西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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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业化训练的建构性影响。而西方大学知识体系的转变（如从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占主导转向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则直接导致其毕业生（也就是未

来的国际官僚）认知的代际差异。新理念随着新一代经济专家被招募而流入

国际组织，组织文化也随着官僚的代际更替完成更新。当然，奇威罗斯也指

明，人员招募可能是由国家有意推动的，但也可能是由国际组织自主执行的。

前一种情况（实践中极少出现）在理论上属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变革理论范畴，

而后一种情况（实践中更为普遍）则可被归为内生性变革机制。①

一些学者创造性地将规范传播理论应用到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研究中，②将

国际组织由规范传播的推动者变为接受者加以研究，③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理

念流动机制的认识。学者们指出，新理念的源泉可能是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倡

导行为。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苏珊·帕克（Ｓｕｓａｎ　Ｐａｒｋ）发现，世行提

高其环境保护标准的最初推动者并非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④ 与国家社会化

机制类似，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可以通过施压、教育、劝说等手段促使观念由

国际组织外部向内部流动。在一些情境下，非政府组织还可以采取“回旋镖”

策略，⑤通过游说国际组织成员国（如游说美国国会）的方式，迂回达成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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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施压的目的。① 少数研究也注意到了国家作为理念倡导者对国际组织理

念的影响。比如，奇威罗斯发现，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其资本自由化政

策的推动力是其与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就资本管制问题的话语互

动。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不同，在该研究中，国家改变国际组织认知的

主要方式是话语抗争。②

当然，外部变革力量对国际组织的理念性影响还是要通过组织内官僚起

作用。有研究发现，国际组织受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影响的程度可能受到国际

组织类型（如服务型组织比论坛型组织更易受影响）、议题契合度（议题契合度

越高，非政府组织影响力越强）、国际组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资源和服务需求、

国际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③ 奇威罗斯也指出，国际官僚可能通过

规范叠加方式渐进地改变国际组织文化，这种渐进式变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新

理念和既有组织文化的关系，以使政策创新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而非激烈的规

范对抗）中逐渐成长起来。④ 总之，外部力量可提供新理念的源泉并助推组织

文化变革，但变革归根结底仍有赖于国际官僚的学习。

可以说，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组织文化理论关于国际组织文化

变革逻辑的解释力欠缺。这也更接近一些建构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动态的社

会建构观，避免了将文化维度过度结构化。⑤ 这些研究也能运用过程追踪法来

夯实其实证基础。比如，基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文件的分析和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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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访谈，奇威罗斯建立起了组织文化变革的时间线。这使他能够证明，美国

对资本自由化的倡导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念的转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理念的转变又紧随其内部官僚代际更替而发生。这就排除了国家中心主义

理论对此特定研究问题的解释力。① 当然，这一路径也有局限性。传统建构主

义的一大短板是解释创新理念在没有倡导者情况下的社会建构问题。② 相关

理论中的新理念仍主要来自组织外部———高校的专业知识、非政府组织理念

等。因此，这并非真正的“内生性”变革逻辑。此外，单凭理念流动机制不一定

能导致国际组织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要么外来规范因为

不符合国际组织内部文化而被拒绝，要么外来理念被吸收（甚至扭曲），从而成

为国际组织既有文化的一部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际组织官僚文化的内

核都很可能保持稳定。因此，这一理论往往难以解释在什么情况下国际组织

会变得更加灵活、实用、并主动超越原有的官僚文化框定”。③

（二）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二：认知演化

国际组织可否自主开展理念创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激发进一步理

论创新。奇威罗斯指出，即使没有官僚代际更替，国际组织职员也可能结合治

理绩效进行知识更新。这种知识更新可能表现为“适应”———即在不改变基本

治理思路的前提下对治理实践进行技术性微调，也可能表现为“学习”———即

对治理目标的系统性反思。这两种知识更新机制，加上组织内官僚就不同理

念的辩论，共同推动国际组织文化渐进、有限的变革。④ 那么，究竟学习和适应

缘何发生？其所引导的创新又将如何进行？认知演化理论可以为回答这些问

题提供借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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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演化理论旨在讨论实践在社会进程中的变化。“实践”是“具有社会

意义的有规律行动，由于具有较好的绩效，这些行动而得以承载、表现和具体

化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①在认知演化理论看来，行为体

具有主动适应情境变化，进行反思并更新自身认知的能力。② 情境变化导致
“一个给定习惯的实际绩效与其预期绩效的显著不一致”。③ 这导致不确定性

的上升，从而构成认知演化进程的启动条件。④ 在不确定状态下，行为者将反

思既有习惯，并通过综合吸收其在其他场域的习惯、新知识和实践经验来进行

“审慎创新”。⑤ 对认知演化理论而言，实践与稳定认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实践

的绩效。而对实践绩效的认识又受到共同体集体解读的影响。这样，结构和

行动者维度的变革因素被统一于反思性实践。结构对变革的影响要经过行动

者的实践和反思，而变革一经启动，其结果取决于实践绩效（确定了哪些不可

行）和内生于行动者的审慎创新。⑥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国际组织变革可被理解为由“不确定性—反思”机制

推动。在《谁治理世界》一书中，学者们便认识到随着治理绩效变差，国际组织

权威将受损，其面临的变革压力也就大大增加。⑦ 但是，早期研究要么只是提

到治理失效可能是变革的触发机制，并未进一步讨论具体的“失败—变革”机

制的运行原理和可能后果；要么只是谈论客观失败这一纯客观性要素，并不涉

及组织对实践反馈的解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杰奎琳·贝斯特（Ｊａｃｑｕｅ－

ｌｉｎｅ　Ｂｅｓｔ）在实践理论基础上建构了她的国际组织变革分析框架，总结出“失

败—变革”机制。第一，失败—变革理论同时强调结构和行动者维度的要素对

变革的推动。“有争议的失败作为变革的原动力兼具结构性与施动性。客观

意义上的失败并不一定推动变革，只有这种失败引发了组织内部围绕治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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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手段的剧烈争论———也就是成为“有争议的失败”———时，结构维度的失

败才能引导组织的深刻变革。① 这就将结构层面的实践绩效和行动者层面的

解读统一在一个连贯的理论逻辑中。第二，贝斯特不再如奇威罗斯那样强调

专业知识随人员更替的流动，而是认为国际组织官僚能够从失败中总结出针

对性的政策创新。这样，贝斯特化解了奇威罗斯理论的一个内在矛盾，为解决

“新理念从何处来”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三，基于上一点理论认识，贝斯

特也比早期简单讨论客观失败对国际组织影响的研究更明确了变革的可能方

向———以“减少失败风险”为目标的政策重构。在贝斯特的案例中，世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出更具临时性、弹性和间接性的治理模式，以为预防失败

留有空间。② 同时，组织也可刻意将政策模糊化，以为应对不确定性留有

空间。③

失败—变革逻辑是理论折中的有益尝试。它一方面重视结构性因素，另

一方面强调组织内部对结构性压力的理解和创造性反应。但是，这一理论还

可以进一步扩展。从广义上看，认知演化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引发反思，而治理

失败只是提升不确定性的一种条件，“竞争—反思”也是有力的变革机制。虽

然这一理论与前述的制度竞争理论一样也承认外部竞争压力是变革的启动机

制，但其强调变革的结果从根本上还是要经过组织内部反思的塑造，是一种理

念性变革机制。④ 笔者曾提出，竞争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力可能更取决于竞争是

否在知识层面（而非仅仅在物质层面）扩展了被治理者的选项。笔者认为：“治

理竞争———即多元治理者和治理方案并存，且这些治理方案相互间存在替代

效应的状态———是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来源。治理竞争情境下的反思与治理

失败情境下的反思存在区别。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权威性国际组织将单独

定义失败和适当的改革……竞争压力下，国际组织需要建构比竞争者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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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方案更优的方案，才能维持其权威。”①在竞争压力下，受挑战国际组织

可能采取“竞优”———“在竞争性领域努力建构所提供治理方案的吸引力”“差

异化发展”或“竞次”三种策略。前两种策略均体现出竞争性治理方案对受挑

战组织可选项的限制，又体现出国际组织自身的反思性和创造性，这与更强调

物质理性的制度竞争理论相区分。② 还有研究发现，“国际官僚对另一制度威

胁的再认识、对制度间合作收益的新认知、技术保护带对政策独立性的护持都

会改变其政策取向，使其不再热衷竞争性政策和行动，甚至逐步开展起密切合

作”。③

总之，竞争—反思理论与失败—变革同属于认知演化框架下的折中理论。

但是，与后者不同，竞争—反思理论强调的重点不是仅国际组织对实践绩效的

解读，而是对其可自由解读的范围加以限制。竞争—反思理论在结构层面借

鉴了组织间关系理论对竞争的概念化，但在行动者层面保留了对国际组织能

动性的强调，这更好地实现了对两个维度的理论折中，也更明确了竞争可能导

向的变革结果。当然，无论是失败—变革还是竞争—反思理论都处在理论建

构的初级阶段。相关理论是在个案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解释力尚未得到系

统性检验。

（三）组织文化变革机制之三：官僚政治

组织文化内生性变革理论虽然充分关注国际组织内部运行，但其可能过

度强调了国际织官僚行事的文化维度，并未全面反映国际组织内部运行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认为：“在现实中，

对组织内部权力的追求、对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结构的依赖同样也推动着工

作人员的选择，从而会对国际组织的自主行为产生影响。”④例如，有研究强调

了国际组织领导层定义组织的战略规划并争取政治支持的行动对组织的塑造

５５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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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亦明：《国际官僚与国际制度竞争退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９３页。
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模式对其治理行为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４８页。

注意，这里指的是国际官僚的政治追求，并非组织的物质性利益，这与委托代理论不同。



作用。① 基于这一对国际组织内部状态的不同认识，一些研究将“国际组织行

政模式”作为影响组织变革的重要干预变量。汤蓓提出可以“依据组织内部居

于主导地位的权威类型”将国际组织的行政模式分为“行政权威主导型与专业

权威主导型”。“专家团队在决策上拥有高度自主性、行政过程灵活高效、重视

与组织外行为体的良性互动”，而“随着行政权威在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组

织则“退回传统的技术性治理路径”，行事逐渐僵化。②

这些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学界对国际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认识。但需要强

调的是，从既有理论的定位上看，行政模式只是国际组织变革的干预因素。虽

然行政模式的变化影响国际组织专业官僚的行动空间，进而影响变革的灵活

性，但变革仍然要由组织内部官僚来推动和执行，而变革的机制可能还跳不出

前述的两个中层理论。因此，行政模式要素可被融入组织文化内生性变革理

论框架中，而并不影响原理论对核心变革机制的假设。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

的理论问题是：国际组织官僚对权力和私利的追求是否能够冲破组织文化的

建构性影响，并超越理念流动、认知演化等逻辑？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制定全

球治理方案时是否会更多地考虑人际关系、权力等偏物质性因素，而非适当性

治理方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组织文化变革相关理论对观念维度的强调

就是偏颇的，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

综上所述，对国际组织内部动力学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

聚焦国际官僚的分析路径既弥补了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解释力的局限，又为更

多的中层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上述三个中层理论既涉及理念主

义变革机制又涉及物质理性主义变革机制，但其共同点是将国际官僚视为变

革的施动者，强调变革动力内生于国际组织。这从不同角度打开了国际组织

的黑箱。当然，除了理念流动机制被进行了较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之外，另

外两个中层理论都不够成熟，其逻辑仍有待完善，对其解释力的系统性检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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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模式对其治理行为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６３页。
类似的研究参见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国际观察》２０１３年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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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同时，这些理论仍需妥善处理与国家中心主义路径的关系。

四、国际组织变革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和实践启示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主要由两个动力驱动：一是处理国家主导性与

国际组织能动性的关系；二是在国家维度和国际组织维度上扩展对具体变革

机制的理解。一方面，国际组织变革理论从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走向国际组织

中心主义路径。学者们认识到，国家构成的系统层次动力是国际组织正式制

度变革的充要条件，但却是国际组织文化变革的非必要非充分条件。国家并

不一定能够推动国际组织文化变革。而即使没有国家间重新缔约或者霸权国

的明确指示，国际组织文化也可在国际官僚的推动下自行变革；另一方面，学

者们不断扩展对与两种变革施动者相搭配的变革机制的理解。国家推动的国

际组织变革多被认为遵循了物质理性主义机制。而学者们在分析国际官僚推

动下的国际组织文化变革时既讨论了理念主义机制又讨论了物质理性机制。

下表从维持组织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变革的施动者、变革机制、变革结果四个

方面对既有理论进行归纳。从上述归纳可见，国际组织变革中层理论的发展

是一个不断补充逻辑缺环，不断反思实践经验的过程。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

创新遵循了突破性创新的一般原理，即在发现既有理论解释力局限的基础上

进行理论修正和创造。①同时，对国际关系一般理论和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

会学）理论的借鉴也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

表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归纳

结构 变革的施动者 变革机制 变革结果

国家间权力分配—
正式制度

国家　　 物质理性
理性设计—直接控制；
国家间权力博弈—直
接控制；

正式制度改变；
具体政策改变

国际组织文化 国际官僚

物质理性 官僚政治

理念主义
理念流动
失败—反思
竞争—反思

组织文化改变；
具体政策改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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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第１５２页。



各类国际组织变革理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综

合性分析框架。将不同理论按照其解释范围进行分工是一种可行的理论综合

方法。① 正如奇威罗斯强调的，关注组织内部动力的理论并不以颠覆国家中心

主义框架为目标，而是力争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添加新的分析维度，以解释

特定条件下的（无国家推动的）组织变革。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能够在分析国际

组织变革时有意识地同时兼顾组织内外两方面变革要素，但其只是简单强调

不同要素在不同情况下起不同作用，并未呈现一个清晰的统一框架。② 笔者认

为，一个综合性国际组织变革分析框架可以建立在三个要点之上：第一，国际

组织变革现象可按照变革程度进行类型学划分，即决策权变革但未触及制度

或文化（浅层变革）；制度变革但未触及文化（中度变革）；文化变革但未触及制

度（较深层变革）；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深度变革）；第二，鉴于深度国际组

织变革兼具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维度的变革，需要同时动用两种力量———即

国家和国际官僚———和多种机制才能达成理性变革效果；第三，“偏科”的国际

组织变革努力将导致较浅层次的变革。由此，关键问题就不是比较前述中层

理论的解释力，而是将各理论按照解释范围分工进行有机组合。这一理论整

合的目的不是进行原创性理论创造，但相信其能帮助我们更系统理解不同程

度的国际组织变革。

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国际组织变革的理论工具，这对具

体的改革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综合前文的理论评述和本节的综合框架，可

以对促进国际组织变革的方法提出以下基本判断：首先，国际组织有很大的自

主性和强大的组织文化，这就决定了单凭大国推动的正式制度变革所引发的

改革是有限的；其次，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性力量对国际组织变革可能有重要影

响；再次，国际组织内部人员及其知识、实践、文化十分重要；最后，通过建构失

败共识、竞争等手段减少组织惰性非常关键。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对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努力应该强调如下要点。第

一，大国的领导力应当被重视，但投票权等正式规则改革并不能完全扭转国际

组织的行为。大国至少应该同等强调建构改革情境（如通过新建国际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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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竞争压力），以削弱国际组织的惰性，进而引导其向竞优方向发展；第二，国

际组织改革的人才因素非常重要。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国际组织专门人才的

培养，许多高校也建立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① 以人才战略引导国

际组织文化变革符合既有研究呈现的变革规律。但是，与培养国际组织专才

同等重要的，是培育全球治理细分专业领域（如金融、环境、经济、贸易、国际法

等）的中国学科、中国知识体系和专业人才。比如，真正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组织文化转变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由此推

之，如果中国在某些议题领域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学科和专业知识体系（如在发

展领域建构中国特色的、被广泛认可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则其对国际组织

将产生更具根本性的影响；②第三，既有研究已经说明，非政府组织能够拥有大

于其物质力量的政治影响力。中国若想全方位地引领国际组织的变革，大力

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推动其走出去并与国际组织积极互动，仍是十分

必要的。

结　　语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善于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③ 但本文对国际组织变

革理论的总结说明，至少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学术界还是给予变化问题以充

分重视。既有研究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转向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

并在实证反思和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对具体变革机制的理解，形成了

包括理性设计、制度竞争、历史制度主义、“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的有条件

国家控制论、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官僚政治等一系列中层国际组织变革理论。

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国际组织变革综合分析框架。当然，除了进

一步探索理论综合之外，国际组织变革理论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国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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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论坛，共有３０多所开展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国高校代表和多位官员参加。这是“北京大学和兄弟院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
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参见张海滨、刘莲莲：《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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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国际组织变革可否包含理念主义机制？国家是否能否采取某种方法直接

推动组织文化变革？认知演化理论是否有广泛的解释力？官僚政治是否可以

成为推动组织文化变革的独立机制？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同时，变革理论

一般关注新制度和新文化的出现，但国际组织变革也可能以倒退、衰败甚至消

亡为表现形式。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也并不充分。①此外，将中国知识体系融入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之源。可以尝试从近些年发展起来的

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新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灵感，为深化国际组织

变革理论提供参考。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参与和建构国际组织

的实践正在多个维度为国际组织变革研究提供新现象、新困惑。② 中国领导的

国际组织创制和治理创新实践与传统的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是否（或有何）不

同？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理论化将为国际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国际

组织学科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属于学科自己的理论。③ 希望本文对国际组

织变革理论的总结和辨析，以及对理论综合和实践启示的初步探讨能够促进

国际组织学科的发展，并在实践层面助力我国改革国际组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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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外部冲击和组织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决定国际组织的存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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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对张海滨、李强、朱杰进三位教授的采访，张君荣：《积极提升国际组织研究水平》，《中国社会科
学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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